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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端午节感慨作诗
庞国翔

国民参政会是第二

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在

抗日战争中产生过相当

重要的政治影响，增进

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小党

派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合

作，在实际上巩固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

党的一些重要政策阐述

均与之相关。

在危机中设立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新组建的
国防最高会议下面设了一个国防参议
会，拟收集思广益、支持抗战之效，
但成员几经扩充也不过75人，难负
抗战民意机关重任。

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事实上正式形
成后，动员全民族团结抗日迫切需要
一个全国性的统战组织或民意机构。
国防参议会难当大任，国民大会又因
战争无限期延后，此前共产党所提议
的民族统一联盟又不被国民党所接
纳，这就需要有其他的组织形式来代
替。

12 月 21 日晚上，周恩来、王
明、博古一起面见蒋介石，商讨推进
国共合作时表示：中共愿意协助政府
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以团
结全国抗战。蒋介石赞同这一意见。

迫于抗战形势带来的巨大统治危
机，国民党决定于1938年 3月 29日
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
国问题。3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长
江局（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书记
王明起草了一份建议书：《中共中央
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
议》，提出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团结抗
日、健全民意机关、动员和组织民众
等三方面建议。

关于健全民意机关，《提议》指
出：民意机关的形式，或为更扩大的
国防参议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
可，最主要的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
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
众团体的代表，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
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
有商量国是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虽然这份提议未经中共中央讨论同
意，但终究以中共名义向国民党提出
了。

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尘，
国民党临全大会也通过了《中国国民
党抗战建国纲领》，从外交、军事、
政治等方面对抗战建国做了规划。其
中明确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
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
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3月
31日，临全大会正式通过 《设国民
参政会案》，明确指出国民参政会是
在非常时期设立的，其职权和组织方
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妥订法规。

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
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案》，开
始组织参政会。

不是统战组织

国民参政会从 1938 年 7 月 6 日
在汉口召开第一次会议，到1948年
3月在南京“破车不能再开”，三迁
会址、历经四届，共召开13次全体
会议。

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设置，是
处于政府之内的，所有重大事项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最终决定权。实
际运作也是如此，组织条例修订、人
员增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
定，开会需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
包括毛泽东等在内有党派身份的参
政员，是以“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
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
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而被选
任、以个人身份出席会议的，并非以
本党派名义或代表党派。同时，参政
员并非经过公民普选或各党派团体协
商推荐产生，除第二至四届的地方各
省（市）人选由所在省（市）临时参
议会间接选举外，其余均由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选定。

国民参政会虽有决议政府施政方
针、提出建议、听取政府施政报告、
提出询问案等权力，甚至后来又增加
了调查权和初审国家预算权，但其
提案、议案经大会审议通过后，对
政府并不具有约束力。1944 年 9 月
抗战渐趋结束时，参政员黄炎培在
其 《国民参政会六年九次大会的客
观检讨》 中回顾历次会议成果后认
为：“六年九次集会之结果，究竟对
于抗战建国，贡献有无、多少，就
客观的判断，虽不得为‘无’，也许
不能不感为‘少’。”

毛泽东等7位共产党参政员在第
一次会议召开前，发表了《我们对于
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在其产
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
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
民代表机关。”青年党参政员曾琦从
正面角度说：“参政会虽然不是纯粹
的民意机关，但至少是准民意机
关。”国社党参政员罗隆基认为：“参
政会在人选方面，我们不能说完全满
足人民之意。”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还是囊括
了中国各主要党派和各方面代表人
物。除共产党外，其他如后来组成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三党三派领导人物
以及较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也被邀请。
因此，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后，国内
舆论给予高度评价，寄予热切期望。
中共参政员发表意见指出：“国民参
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
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
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
各地域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汉口
《大公报》发表社评认为：“我们相信
这个统一团结的表示，在精神上给予
敌人的打击，不啻十万大兵！这是国
民参政会的最大收获，也是我们国家
的极大成功。”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
指出，参政会之召集，“可正告敌
人：中国将继续抗战到底，争得最后

胜利，以击破敌人新的引诱阴谋”。
其他各党派和进步人士这一时期也都
给予了高度评价。

共产党同中间党派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同中间各小党派在国
民参政会上的合作，主要表现在抗战
时期为坚持抗战、团结、民主，反对
妥协、分裂、独裁而进行的合作。

在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前，武汉、
广州失陷，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
会议长汪精卫连续对记者发表谈话，
大放“和平”烟幕，制造投降舆论。
会议开幕后，来自中共、救国会、第
三党、职教派、乡村建设派等方面的
参政员73人联合提案，以“拥护蒋
委员长抗战到底”为口号，孤立打击
汪精卫集团。华侨参政员陈嘉庚身
在海外未能莅会，但是发来了一句
话的“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
以汉奸论罪。”有超过 20 人迅速联
署了这一要求。按惯例，提案付诸
会议讨论时，需由议长在大会宣读
题目，汪精卫在宣读“官吏谈和平
者以汉奸论罪”时，面色变得苍
白，在激烈讨论期间神情非常不
安。这一时期，共产党和各党派、
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上围
绕团结抗战这一主题，相互配合，
有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 年 9 月一届四次会议召开
前，面对国民党实行《限制异党活动
办法》等形势，共产党和各小党派参
政员就国民参政会提案加强了沟通。
据参政员邹韬奋回忆：“大家交换意
见及商讨研究的结果，认为如果真正
实行宪法，实现民主政治，便可制止
危机，使国家走上康庄大道，于是各
方分头起草关于这件事的提案。”四
次会上，共产党和各小党派参政员共
联署提出了 6 个关于民主政治的提
案，要求国民党改革政治、结束党
治、保障党派合法地位、施行宪政。
蒋介石一看情形不对，便下令让国民
党参政员孔庚也提出了一份不到100
字的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
宪法开始宪政案》。经过激烈辩论，
七案合并审查，大会最终通过了《请
政府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实施宪政》的决议案。

国民参政会每次会议提案多则
400余件，少则八九十件，覆盖各个
方面，但具体实施了多少，实际效果
如何？1939年2月重庆《大公报》就
警告：“国家既饥且渴，需食需饮，
而不需多读菜单。国民参政会隔三月
一开，议员忙提案，院部忙答复，假
若不更为统一的确实的规划与调整，
则若干议案，必然限于纸上文章。参
政会以菜单去，各院部又以菜单来，
依然不能使国家充饥止渴。”邹韬奋
因生活书店屡次被封，在二届一次会
议前愤而辞任参政员，怒斥“提议等
于废纸，会议徒具形式”。参政员钱
端升等人 1944 年 9 月在三届三次会
议上提案称：“本会历届之建议事
项，论其内容与文辞，无不头头是
道，件件皆通。苟其中有十分之一二
真获实施，情势必远胜于今日，而隐
患亦可以不萌。”

两次反共高潮的影响

国民参政会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
诞生，在团结抗战和摩擦分裂中发
展，在反共内战的喧嚣中沦为国民党
御用工具，其历史大略可划分为前
（主要是1938年至1940年第一届会议
时期）、中（1941年二届一次会议至
1944年三届三次会议）、后（1945年
至 1948年的第四届会议期间） 三个
时期。这当中，国民党发动的前两次
反共高潮是重要转折点。

第一次反共高潮改变了中共对国
民参政会的态度。在此之前，中共把
国民参政会作为国民党刷新政治的重
要开端和基础，努力借此推动国民党
向进步方向转变。首次会议召开前，
中共的 7 位参政员声明将“以最积
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
民参政会的工作”，在前四次会议上
共领衔提交了12件提案。随着 1939
年冬至1940年春出现国民党军队围
攻陕甘宁边区的反共事态，毛泽东2
月份一度指示拒绝出席 4 月召开的
一届五次会议。尽管后来为了维护
团结大局，董必武等人出席了会
议，但中共从此再也没有在会上领
衔提过提案，对国民党也开始从正
面引导为主，转为批评斗争为主，
当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共合作、
实现团结抗战与国内和平。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改变了国
民参政会的命运。皖南事变是国民党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在此之前，
虽经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我们党在参
政会主要还是展现团结合作的态度，
各小党派对国民党也都抱有一些幻
想，国民参政会的主导方面仍然是团
结抗战。事变之后，各小党派深感惊
惧和失望，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加
强了内部联合。共产党参政员则拒绝
参加二届一次会议，后虽参加了二届
二次会议和三届的会议，但国民参政
会的进步性逐渐丧失，开始成为国民
党压迫钳制抹黑共产党的平台，国共
双方在参政会上的政治斗争愈见剧烈。

民盟等中间党派更加倾向共产
党，在会上注意同中共协调立场、加
强合作。其领导人罗隆基在1945年5
月抨击道：国民参政会不过是国民党
政府用来掩饰国际视听的一种工具，
对于国内党派团结实不能起任何作
用，而且“绝不能引起社会上任何良
好印象”。同年 7 月抗战胜利前夕，
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发言人就召开
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发表谈话称：“参
政会由点缀门面渐变而为御用机关之
后，其开会与否，本与国计民生无
干，久已为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所不
重视。”旧政协五项协议被国民党六
届二中全会推翻后，国民参政会在国
民党的把控下作出拥护二中全会的决
议。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所作所
为，“把一个表示团结抗日的国民参
政会，变成了制造反共舆论，准备国
内战争的国民党御用机关”。

到了1948年3月，正如新华日报
社论所说，这辆破车已经不能再开了。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协理论与
实践研究会秘书长）

从“寄予厚望”到“破车一辆”
——国民参政会的若干史实

王新尚

河南省开封双龙巷历史文化街
区，浓缩历史风云，流淌着红色基
因。罗章龙、杜孟模两任建党早期北
京大学和北京东城区委负责人，辛亥
革命元老张钫、革命党人李瑜如、李
俊甫，爱国将领张轸，忠诚不渝的革
命战士胡万杰，革命烈士李萍、郭向
新夫妇等都曾先后居住于此。

双龙巷64号，就是杜孟模先生
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战争时期曾是中
国共产党在开封的地下秘密工作站，
如今是杜孟模故居纪念馆，成为开封
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杜孟模是中共早期党员，新中国
成立后，他却一直以“民主人士”的
身份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杜孟模，字宏远，1904 年生于
河南杞县，193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数学系，曾在北京、济南、开封等地
开展和领导民主革命、抗日救亡活
动，长期以教育工作者身份从事大量
党的地下工作。1935 年以后，杜孟

模在开封高中任教，之后数年留在开
封开展地下工作。一二·九运动爆发
时，杜孟模冒险组织开封高中教师声
援北京大学学生运动。他在进步学生
中组织党的外围团体“社会科学读书
社”，并在双龙巷家中宣传革命真理
和党的抗日主张。在他的教导下，一
大批进步学生包括其兄弟姐妹都从这
里出发奔赴根据地参加革命。双龙巷
内的这座“大学教授寓所”还经常秘
密向豫皖苏区党委提供重要情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孟模回到开
封。解放战争期间，杜孟模领导参与
了河南大学进步师生的“反饥饿、反
内战、反独裁”革命运动，指导学生
创办进步杂志。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7月，杜孟模任黄河水利专科学校
副教授；1947 年 3 月，根据党的指
示，杜孟模与王毅斋、李俊甫、卢志
国等共同组织成立了河南省民盟地下
支部，开展民主运动，并秘密向豫皖
苏区党委提供情况，为配合开封和河

南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8 年 10 月 25 日，开封解放

后，时任开封市委书记吴芝圃来到杜
孟模家。杜孟模和吴芝圃是老同学、
老同事。从杞县老家读私塾到开封二
中上新学，从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到参
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两人一直战斗在
一起。

吴芝圃被请进堂屋，两人单独谈
话。杜孟模提出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
以何种身份工作，吴芝圃略加思考后
说：“还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对新
政府建设比较有利。”

从此，杜孟模遵照组织的意见，
一心一意地当好“民主人士”。子女
都不知晓他的这段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组织安
排，杜孟模的工作虽多次变动，但一
直没有离开教育事业和统战工作第一
线。他注重引导学生培养高尚的人品
和道德，走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道
路，从事高等数学教学工作近 20

年，教学成果显著，桃李满天下。杜
孟模历任开封高中校长、河南大学教
授、开封市副市长、河南省数学学会
理事长等职。1956 年，他任新乡师
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副院长兼
教务长，1958 年调任郑州大学教
授，1959 年当选为民盟河南省主任
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和河南省政协副
主席，1964 年当选为河南省副省
长，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双龙巷杜孟模故居纪念馆，
展示了杜孟模一生的杰出革命贡
献、生平事迹及物品：政府红头文
件、教学备课讲义等。让社会各界
人士可以详细了解到杜孟模的一
生，同样也是爱国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

所有展示物品均为杜孟模、段子
彬夫妇及亲属后代的珍藏，包括夫妻
二人生前的衣物用品、工作手记、日
常生活照片、政府文件、学术著作、
教学备课讲义，同时也包括了杜氏家
族诸多名人的珍贵历史资料。

故居门楼主体呈现蓝灰色，砖
木结构，其造型和饰面极具20世纪
60年代的建筑特色，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它的门楣。古时的门楣大多标
注主人家的姓氏或身份，但杜孟模
结合时代的发展，门楣只是精雕了

“平安”二字。

半世纪未公布身份的党员
李军涛 许娜 本报记者 王有强

抗战时期，重庆江津是国民政府规
划的“迁建区”，接纳诸多从北京、天
津、上海以及安徽、江苏等沦陷区迁来
的文化教育机关。一大批文化名人、专
家学者等客居江津。这些人中，许多是
陈独秀当年在北京、上海时的下级或学
生或文朋诗友，有的是他在大学任教时
的同事。那时，陈独秀可谓是他们的

“精神领袖”。
他们到了江津后，举目无亲，加上

家仇国恨，于是，每逢节日就会相互聚
会。每次聚会前，他们都会相约从江津
县城或白沙镇或德感镇等地到偏远的石
墙院看望陈独秀，或干脆就在陈独秀处
聚会。这对当时处于低谷期的陈独秀来
说，犹如一剂良药，给他孤寂痛楚的身
心增添了几丝慰藉。

从1940年底开始，已62岁的陈独秀
疾病缠身，身体每况愈下。他喜欢豪饮，
但只要一饮，就会咳嗽不止。于是，他的
这些文朋诗友为了他的身体，就劝他少饮
酒，与他相聚饮酒的次数也开始减少。

1941 年农历五月初五，正是传统
的“端午节”。江津聚奎中学校长周光

午、国立九中教师何之瑜、白沙女子师范
学院教授、国立编译馆编辑台静农、魏建
功等人相约相聚于江津县最大的水码头白
沙镇。他们上午在白沙长江边观看龙舟
赛，下午为纪念屈原设酒聚饮。也许他们
事前是想到老师陈独秀的，但考虑到他身
体状况和其他诸多原因，就没有邀请他参
加，也没有事前告知，就“单独行动”了。

白沙镇离陈独秀居住的鹤山坪石墙院
不远。端午节晚上，陈独秀家姓焦的伙夫
从白沙归来，将周光午、何之瑜等人相聚
白沙镇为屈原祭日相聚之事告诉了陈独
秀。陈闻知此事，长久沉默不语，随后提
笔写下一首《闻光午之瑜静农建功于屈原
祭日聚饮大醉作此寄之》———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没过几天，周光午、魏建功等人偶然读

到陈独秀的这首诗，这才认识到陈独秀以为
这些朋友都不需要他了。于是，他们专程从
白沙镇和德感镇集中，带着两壶江津烧酒

“老白干”和鸡鸭各两只作礼物，来到鹤山
坪石墙院看望陈独秀，陈独秀的心绪才有所
改变。

1935年 2月，中央苏区陷落前夕，
瞿秋白在突围途中被俘，后来由于叛徒
出卖而暴露了真实身份。同年6月18日
清晨，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36岁的
瞿秋白神态自若地走到一处绿草坪盘腿
坐下，向刽子手微笑着说：“此地甚
好。”尔后，唱着自己翻译成中文的
《国际歌》，英勇就义。

瞿秋白翻译 《国际歌》 始于 1920
年8月。当时，他被北京《晨报》和上
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
斯科采访。在莫斯科，瞿秋白被许多新
鲜事物所吸引，其中之一，就是苏联人
民时常高唱的《国际歌》。他认为，《国
际歌》坚定豪迈的歌词、庄严雄浑的旋
律，唱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求解放的共同心声。当时，《国际歌》
在中国已经有了两种译文，但由于译文
晦涩，一直没能传开。瞿秋白下决心重
新翻译，要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工人
阶级和劳动人民喜爱的战斗歌曲。

1922年12月，受陈独秀邀请，瞿秋
白启程离开莫斯科回国工作，次年初到达
北京。回国后，瞿秋白不顾鞍马劳顿，就

着手重译《国际歌》。他一遍遍地斟酌原
文，一字字、一句句地将歌词翻译成中文，
又找来一台风琴，反反复复地弹唱，直到他
认为恰当地配上了乐谱，才定下一句。

当译到“国际”一词时，难住了瞿秋
白：这个词，外文是很长的一串音节，可
是汉语里就是这两个字、两个音，如果照
译，歌词里就只能译成“国际——，就一
定能实现”，这样是很不好唱的。怎么办
呢？瞿秋白在小屋子里踱来踱去，哼着、
想着。忽然，他停顿脚步，又疾步回到琴
边，娴熟而有力地又弹了一遍，与此同时
唱出“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就这样，他用音译的办法，解决了中外文
歌词音节不匹配的难题。

后来，瞿秋白曾告诉朋友说，“国
际”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
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
更重要的是唱的时候可以和各国的发音一
致，这样就可以收到中国劳动人民与全世
界的劳动者“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
果。就这样，瞿秋白译好了全文。歌声在
回荡着、召唤着：“起来！全世界受苦的
人……”

胡适主持北大工作时，校务繁
忙，遭遇过一些尴尬事。但由于胡适
的宽容大度，这些事后来都被人们传
为美谈。

一次，胡适准备在北大接待几位重
要的外宾。他前一天就叮嘱秘书小陆第
二天早点到学校，一定要把会客厅打扫
干净，并准备一些水果。小陆答应得好
好的，却不料，一向做事勤勉的小陆第
二天偏偏睡过头了，更糟糕的是会客厅
的门锁钥匙只有他有。

那天上午，当胡适兴致勃勃地引着
外宾来到会客厅门前时，才发现会客厅
的大门还锁着。胡适灵机一动，当即邀
请外宾们先参观北大图书馆。与此同
时，胡适悄悄派人去找秘书小陆。等胡
适他们参观完北大图书馆之后，刚好小
陆也赶到了会客厅。

就这样，胡适不动声色地把尴尬给
掩饰过去了。

事后，秘书小陆一直想给胡适道个
歉，可胡适绝口不提这件事。从此，秘
书小陆做事比以前更加勤勉周到了。

红学家周汝昌学生时代年轻气盛，当
时还未在红学界崭露头角的他曾给红学大
家胡适写信，大胆地批评指出胡适红学研
究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

胡适不但给周汝昌回了信，充分肯定
了他在红学研究上的一些心得体会和观
点，还鼓励他坚持深入地研究红学。后
来，胡适还向报刊编辑部和红学界推荐了
周汝昌的文章。

胡适和鲁迅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界的
两颗耀眼的巨星。他们在做人做事作文的
风格理念上是不同的，而崇拜、喜欢、追
随他们的“粉丝”们的好恶也有所不同。

曾有好事之徒在胡适面前故意挑拨是
非，添油加醋地说鲁迅在某某场合、某某
文章里又含沙射影地说胡适坏话了，还煞
有介事地提醒胡适要提防鲁迅，甚至还有
人怂恿胡适写文章回击鲁迅。

胡适一概不理睬这些闲言碎语，依
然在很多场合对鲁迅大加赞赏，并表示
敬佩，弄得那些想搬弄是非的人也觉得
自己的挑拨实在也没什么意思了，以无
趣收场。

据 《季羡林传》 记载，1951 年，
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组织了一个文化
代表团，应邀赴印度和缅甸访问。因为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出
访代表团，周恩来非常关心组团的工
作，审查很多细节的安排。为出访，前
后准备了半年多时间，在外访问又是四
五个月。代表团团长是丁西林，郑振
铎、钱伟长、冯友兰、季羡林、陈翰
笙、吴作人、常书鸿等十多位为成员。
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常工作生活在
一起。

郑振铎身材高大魁梧，说话声音洪
亮，为人热情、率性耿直。他同谁都谈
得来，喜欢与人辩论，有时也说一些歪
理。爱开玩笑，尤爱抬杠。抬杠时自己
却一本正经，他同别人抬杠而不知是抬
杠。团中爱抬杠者大有人在，于是代表

团成立了抬杠协会，简称“杠协”。大家
想选一个会长，以领袖群伦。虽说群雄际
会，就抬杠而言，团员们都认为郑振铎已
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在充分酝酿之后，
他全票通过，荣膺抬杠协会会长。郑振铎
不负众望，在他的领导下，团中“抬杠事
业”兴旺发达，笑声不断。

郑振铎与冯友兰年龄相仿，可后者看
上去很威严，不过也不时说点笑话。因冯
友兰长须飘胸，郑振铎就常开他的玩笑，
经常喊冯先生为“大胡子”。有一次，理
发师正在给冯先生刮脸，郑振铎走上前
去，不苟言笑，连声对理发师发出指令：

“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先是一
愣，随后失手，真的把胡子刮掉一块，一
下惹得旁边的群雄大笑。冯友兰只是微微
一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可见冯先生威
严中不失大度包容的气概。


